
主题研讨:刑法的价值与方法

刑法教义学中的当然推理

陈兴良

　 　 内容提要:当然推理是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当然之理,因而可以将其中一个事物与另外

一个事物同等对待。 可以说,当然推理是以当然之理为根据的一种逻辑推理。 当然推理

之“当然”可以分为逻辑之当然和事理之当然,基于逻辑之当然的推理,因为两个法条规

定的事项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并且后一事项被前一事项所涵盖,因而在刑法中适

用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基于事理之当然的推理,则以小推大或者以大推小,虽然具有

事理上的合理性,但它是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适用

中不得采用。
关键词:法律推理　 当然推理　 当然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

陈兴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刑法的当然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方法,相对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而言,是
一种鲜为人知的推理方法。 在各种法律推理的著作中,甚至没有当然推理的一席之地,而
是将其归之于法律解释方法。 本文拟在对当然推理与当然解释进行辨正的基础上,对当

然推理的性质与适用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　 当然推理的概念
  

如果从字面上解读,当然推理是指基于两个事项之间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法律推理。
可以说,当然推理在所有法律推理方法中是最为陌生的,而且当然推理这个概念也是最具

中国特色的表述。 当然推理是从拉丁语 argumentum
 

a
 

fortiori 翻译过来的,其含义是基于

更强论据所进行的论证,正契合于中文当然推理之义。
(一)当然推理的性质
  

当然推理的性质是指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究竟属于推理还是解释的问题,也
即当然推理与当然解释的界分,这是在我国刑法方法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在我国传统

刑法解释学中,当然推理通常被称为当然解释,因此,对当然推理的概念界定不能不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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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然解释和当然推理之间关系的梳理。
  

无论是当然推理还是当然解释,都是以两个事项之间存在当然之理为前提的。 至于

通过这种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过程属于何种范畴,从德日法学方法论来看,日本称为解

释,将当然解释与类推解释相提并论,归之于论理解释,以此区别于文理解释。〔 1 〕 德国则

称为推理,例如德国学者指出:“‘举强以明弱’(argumentum
 

a
 

fortiori)也被称作当然推论。
人们从某一特定法效果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推导出其与其他案件事实的关联。 理由是

后者的关联比前者更为紧密,即所谓‘既然……那么当然也……’。” 〔 2 〕 在此,德国学者明

确地将当然推理界定为是基于两个事项(法效果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推导出更为

紧密的关联,因此符合推理的性质。
我国通说认为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活动是解释,因而称为当然解释,〔 3 〕 我国

也存在个别学说将当然解释称为当然推理。〔 4 〕 除此以外,我国还存在竞合说,认为基于

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活动具有解释与推理的双重属性,这种观点指出:“当然解释(其

基础是当然推理)是指法律上虽无明文规定,但依规范目的衡量及逻辑上或事理之上的

当然之理,将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事项与已明文规定的事项进行比较,该事项比法律已明文

规定之事项更有适用的理由而适用该法律规定的方法。” 〔 5 〕 在以上概念中,我国学者将

当然推理与当然解释视为一体,认可当然推理和当然解释这两个概念可以并行不悖。 由

于上述对当然解释或者当然推理的定义,我国学者明确认为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前

提的,因而将此种情形能否称为当然解释,首先涉及对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这两个概念的

功能辨析。
  

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文本语义的阐释,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法
律解释始于语义亦终于语义,始终存在于法律文本可能语义的空间。 因此,法律解释具有

语言分析的性质。 德国学者指出:“所有进一步的解释努力都以可能语义为基础:它们总

是在语言习惯所许可(可能还受到法律定义限制)的语义空间内进行。 它们必须在这一

空间内确定能够最恰当地赋予有关法律语词的语义。” 〔 6 〕 当然解释揭示的当然之理并不

是法律文本的应有之义,这也就否定了当然解释是一种解释方法。 应当指出,在以往的论

述中,我亦曾经基于当然解释的立场对其前提作了论述,认为在当然解释的情况下,刑法

条文表面虽未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已包含于法条的语义之中。〔 7 〕 在此,存在语义与文本

的分离,亦即认为语义可以脱离文本而存在,显然是与解释概念相悖离的,因而值得反思。
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文本不存,则语义何所依附?

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判断是否法律有明文规定?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有规定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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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参见[日]大谷实著:《刑法讲义各论》 (新版第 5 版),黎宏、邓毅丞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 页。
[德]托马斯·M. J. 默勒斯著:《法学方法论》(第 4 版),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76 页。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65 页以下。
参见余文唐:《当然推导方法:法理辨析与司法适用》,《法律适用》2018 年第 1 期。 这里的推导,应该是指推理。
余继田著:《实质法律推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91 页。
[德]齐佩利乌斯著:《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8 页。
参见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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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有明文规定。 当然,这里的明文规定不仅包括显性规定还包括隐性规定。 显性规定

是指字面规定,而隐性规定则是指虽无字面规定,但具有逻辑涵摄关系。 例如,在走私黄

金进口的案件中,虽然不符合走私贵重金属罪的构成要件,但却该当走私普通货物、物品

罪的构成要件,在此黄金被普通货物、物品所涵摄,因而通过解释就可以将黄金包含在普

通货物、物品概念之中,对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并无疑问。
然而,在事物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的情况下,例如伤害与死亡,伤害为轻,死亡为

重,经过伤害可以达致死亡。 如果法律只对死亡作了规定,能否认为这一规定也适用于伤

害呢? 换言之,法律对死亡的规定是否包含了对伤害的规定? 例如《唐律·名例》 “断罪

无正条”的疏议在解释《唐律·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无论”规定的时候

指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那么,在《唐律》规定了“杀”的情况下,对于“伤”到底是有

规定呢还是没有规定? 对此,答案是没有规定。 因为该事例正是对“断罪无正条”的解

释。 在此,已经明确法律对于“折伤”属于“无正条”,也就是没有明文规定。 由此可见,可
以从明文规定中通过逻辑推导出相关内容,并不等于相关内容包含在法律规定之中。 因

此,从“登时杀者,无论”的规定中引申出“折伤,灼然不坐”的结论,并非解释而是推理,也
就是当然推理。

  

那么,为什么会把上述情形称为当然解释呢? 本文认为,当然推理之所以被视同当然

解释与我国刑法方法论中没有专门论述刑法推理相关。 我国传统刑法方法论受到日本刑

法解释学的影响,将刑法推理与刑法解释糅为一体。 例如日本学者将文理解释与论理解

释相提并论,明确地把类推解释称为论理解释。〔 8 〕 我国刑法教科书在论述刑法解释时,
通常也将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 文理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的字义,包括单

词、概念、术语以及标点符号,从文理上所作的解释,是围绕语义所展开的解释活动。 文理

解释采用的是语言分析方法,这是刑法解释的主要方法。 此外,相对于文理解释还有另外

一种解释类型,这就是论理解释。 论理解释是指按照立法精神,联系有关情况,对刑法条

文从逻辑上所作的解释。 因此,论理解释中的论理是指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论理解释

是指采用逻辑分析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方法。〔 9 〕
  

现在看来,这种将刑法解释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的分类显然存在一定问题。〔10〕

对刑法解释采取这种两分法的思路,虽然有利于从语言和逻辑这两个面向较为全面地把

握刑法解释方法。 但刑法解释是对刑法文本的解读,它是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在
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解释这一概念就难以成立。 例如萨维尼(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指出:“解释总是基于某个给定的东西,即文本。” 〔11〕 由此可见,法律解释是以法

律文本为根据的,因而是以语言解释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他方法只是对语义解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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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曾根威彦著:《刑法学基础》,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页。
本人在相关体系书中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方法。 参见陈兴良著:《规范刑法学》(第 5 版·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23 年版,第 66-68 页。
对文理解释与论理解释二分法的进一步评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现代法学》2012 年第 4 期。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著:《当代罗马法体系》 (第一卷),朱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年

版,第 244-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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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萨维尼将体系解释与逻辑解释糅合在了一起。 另外,在利益法学和价值法学的影响

下萨维尼又补充了目的解释,由此将法律解释形式最终归纳为四种方法,即语义解释、体
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又被称为四要素说,成为法教义学的通说。 有德国学者曾

经引用德国联邦法院对四种解释方法的以下表述:“服务于解释目标的有基于规范文义

的解释(文法解释),基于自身关联性的解释(体系解释),基于规范目的的解释(目的解

释)以及基于立法材料及立法史的解释(历史解释)。” 〔12〕 应该说,法律解释方法的四分法

以语义解释为中心,以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为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

释方法论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相分离:只有以法律文本为对象的阐

释活动才能称为解释,除此以外可以归入法律推理的范畴。 在我国传统刑法解释论中,扩
张解释和限制解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未超越语义范围的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
此时的衡量标准是通常语义。 扩张解释是指对法律规定做超过通常语义的解释,限制解

释是指对法律规定做小于通常语义的解释。 无论是扩张还是限制,都没有超越语义范围。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超越语义范围的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仍然属于语义解释的范畴,而不

是论理解释。 第二种是超越语义范围的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是指小于

语义范围的实质推理,目的性扩张是指大于语义范围的实质推理。 因此,这种超越语义范

围的目的性限缩与目的性扩张就不是语义解释,而应当归入具有漏洞填补功能的实质推

理。 通过以上对解释与推理的辨析可以确定,两者区分的主要根据就在于是否超越法律

文本的语义范围。 只有在语义范围之内,才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 超出法律文本的语义

范围,则不可能是法律解释而应当归之于法律推理。 因此,传统刑法解释论中的论理解释

是不能成立的,应当将基于当然之理所进行的论证方法归之于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是一种逻辑分析方法,它不同于作为一种语言分析方法的法律解释。 我国

学者曾经对论理解释定义如下:“论理解释是指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而是斟酌

法律理由,联系一切与之有关的因素,依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理、论证来确定和阐明法律文

本的解释方法。” 〔13〕 本文认为,上述定义完全将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相混同。 论者将类推

解释和当然解释都归之于上述论理解释,但同时又认为它们是解释方法。 不可否认,解释

和推理确实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竞合的,即某种方法既是解释又是推理。 例如在法律文

本语义范围内,基于类比推理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作为解释方法是指同类解释,作为推理

方法是指类比推理。 因此,如果是在法律文本语义范围内采用推理方法进行解释的,就是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的竞合。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同时符合解释与推理的特征。 然而,如
果是在法律文本语义范围外进行推理的,就只能是单纯的法律推理而不可能是法律解释。
因为超出语义范围就不存在解释,这是解释的基本特征。 如果把类推看作是推理的典范,
那么,德国学者的以下论述可以视为是对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之间界分的准确表述:“如

果说解释所要做的仅仅是阐明法律规范或者法律概念的关键性意义,并且限制在对法律

规范或者法律概念的意思解读之上;那么类推所寻求的则是离开法律文本来框定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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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托马斯·M. J. 默勒斯著:《法学方法论》(第 4 版),杜志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87 页。
余继田著:《实质法律推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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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解释的目的是将法律意思明了化,使之在面对出现的相应情况时能够适应今

天已经变化了的要求与观点。 类推的目的相反则是通过扩展和进一步发展法律条文而填

充法律的空白。” 〔14〕 由此可见,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类推是将法律规定推导至与其

具有最相类似关系的事项,并不能被法律规定所涵摄。 在当然推理的情况下,如果是基于

事理上之当然推理,则法律规定的事项和与之存在事理之当然关系的事项之间也不具有

包含关系。 因此,上述两种情形都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扩展适用。 然而,在逻辑上的当然

推理中,法律规定的事项虽然字面没有规定,但在逻辑上涵盖与之存在逻辑上之当然关系

的事项,因而将法律规定通过当然推理适用于该事项,就没有字面规定而言,并非法律解

释而是法律推理。

(二)当然推理的界定
  

当然推理是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当然之理,因而可以将其中一个事物与另外一个事物

同等对待。 法律上的当然推理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基于法律的已有规定

与待决案件之间存在当然之理,因而可以将法律的已有规定扩展适用于待决案件的法律

推理方法。 在民法领域,可以将当然推理确定为一种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然而对于刑法

来说,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入罪的当然推理应在禁止之列。 至于出罪的当然推理或者其他

有利于被告人的当然推理,仍然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当然推理是以当然之理为根据的。 我国学者认为这里的当然之理是指依形式逻辑或

者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 因此,当然之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形式逻辑上的当然道理;二
是事物属性上的当然道理。 我国学者指出:“所谓形式逻辑上的当然道理,是指从逻辑上

讲,刑法规定所使用的概念当然包含被解释的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 事物属性

上的当然道理有两种情形:一是‘入罪,则举轻以明重’,二是‘出罪,则举重以明轻’。” 〔15〕

在上述两种当然之理中,形式逻辑之当然是指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 例如刑法规定了汽

车,当然包括小轿车,此为当然解释。 然而,这种依据概念之间的种属关系对刑法进行解

释,应当属于语义解释而非当然解释,更不可能是当然推理。 至于事物属性之当然,即轻

重相举的两种情形,则确实属于当然推理,但在刑法中能否采用,还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

的制约,应当具体分析。
当然推理作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进行规范填补的方法,如何将当然推理与

类比推理相区分,是一个在界定当然推理的时候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刑法教义学中有一

种观点认为,当然推理是类比推理的特殊类型。 例如德国学者指出:“(类比推理)的一个

特例是‘argumentum
 

a
 

minore
 

ad
 

maius’,即所谓‘举轻明重推理’(Erst-recht-Schluß)。 ‘举
轻以明重’推理一般是针对特定法律后果的前提条件而言。” 〔16〕 按照上述论述,当然推理

具有类比推理的性质,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特殊情形。 此外,德国学者还指出:“正

面推理(即当然推理———引者注)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某个规范的法政策依据(规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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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法律没有规定的事实中比在法律有规定的事实构成中更加明显,那么类推适用就

总是合理的。” 〔17〕 在此,德国学者将当然推理归之于类推适用,因而其基础是类比推理。
当然推理和类推适用的关系也被德国学者称为是一种亲缘关系,只不过类推是建立在

两个事物之间具有类似关系的基础上,而当然推理则对事实构成 A 应赋予法律后果 R,
那么如果该规则的法律理由适用于与 A 相类似的事实构成 B 甚至能切合更高的标准

的话,法律后果 R 适用于 B 则必然更加正确。〔18〕 因此,类推与当然解释之间确实存在

密切的关联性。
  

将当然推理归入类比推理,从形式上看似乎合理。 因为无论是基于事理的当然推理

还是基于逻辑的当然推理,都采取了比较方法,并且建立在事物本质的观念之上,从而为

由此及彼的推理提供了实质根据。 然而,当然推理与类比推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区别,这
种区别主要在于:类比推理的两个事物之间具有平行关系,并且主要借助于类似性概念建

立一种对比关系。 当然推理则具有上下关系,主要利用事物之间层级性概念建立一种对

比关系。 德国学者曾经指出,当然推理是一个可层升的概念和一个由此概念所形成的比

较法规则作为基础,并列举了四种不同形式:〔19〕
  

(1)可层升的要素越是高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是应该要发生(举轻以明重)。
  

(2)可层升的要素越是低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不应该发生(举重以明轻)。
  

(3)可层升的要素越是高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不应该发生(举轻以明重)。
  

(4)可层升的要素越是低度存在,法律效果就越是应该要发生(举重以明轻)。
  

可层升概念的本质特征在于该概念具有层级性,根据可层升概念所进行的推理属于

当然推理。 例如,举重以明轻的当然推理:“这个洞狗都能钻过去,猫也一定能钻过去。”
在这个论断中,从狗能够钻过这个洞的事实,推导出猫也一定能钻过去的结论,属于举大

以明小的当然推理。 相反,举小以明大的当然推理:“这个洞猫都钻不过去,狗也一定钻

不过去。”在这个论断中,从猫钻不过去这个洞的事实,推导出狗也一定钻不过去的结论,
属于举小以明大的当然推理。 由此可见,当然推理以层级性为推理的根据,这种层级既可

以是大小,也可以是轻重或者其他层级差别。 在上述判断中,是以猫和狗的体积大小作为

根据的推理。
  

不同于当然推理以层级性作为推导根据,类比推理在通常情况下则是以类似性为推

导根据的逻辑推理。 例如:“这个洞牛都钻不过去,马也一定钻不过去。”在这个论断中,
从牛钻不过去这个事实,推导出马也一定钻不过去的结论。 相反:“这个洞牛都能钻过

去,马也一定能钻过去。”在这个论断中,从牛能够钻过去这个事实,推导出马也一定能钻

过去的结论。 在上述两个判断中,牛和马的体积大小具有类似性,因而属于建立在类似性

的基础之上的类比推理。
  

尽管当然推理和类比推理在推理的根据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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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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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 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推理和类比推理之间具有一定的重合性。 为了阐明当然推理

与类比推理的重合关系,我们以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到底是类

比推理还是当然推理为例进行逻辑分析。 牛马与骆驼都是动物,就此而言具有一定的类

似性。 如果将这一点确定为逻辑推理的根据,那么就是类比推理。 但如果将轻重的层级

性引入考量,骆驼的体积和重量都要超过牛马,因而就对交通的妨碍程度来说,骆驼要大

于牛马,既然牛马都要禁止,则骆驼更要禁止,按照这一逻辑推论,则属于当然推理。 然

而,上述推理属于类比推理和当然推理的竞合,即同时具有类比推理和当然推理的属性。
但对比这两种推理,当然推理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因而,将上述推理归入当然推理更为合

理。 由此可见,当然推理并不是与类比推理相对立的,但当然推理具有不同于类比推理的

根据,应当将其单独确定为一种推理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当然推理也被译为正面推理或者正当推理,有两种结构上相同的表现

形式,即以小推大和以大推小;与之相对的反面推理或者反向推理是指如果法律对某一生

活事实没有作出规定,就可以认为立法不愿意对此做出调整,因此有意保持沉默。〔20〕 之

所以说反面推理具有推理的性质,是因为在反面推理中具有由此及彼的推导过程,这里的

“此”是指法律的既有规定,而这里的“彼”则是指法律没有规定事项。 因此,反面推理的

具体过程可以描述为:从法律规范赋予某种事实情形以某个法律后果推导出这一后果不

适用于法律规范未规定的其他事实情形的结论。 换言之,如果法律规定的情形会导致某

种后果,则法律未规定的情形就不会有该种后果。 例如,从形式上看,法无明文规定不为

罪的反向推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行为才构成犯罪,这似乎是一个反面

推理的适例,然而,关键在于对该反向推理内容如何正确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通常只是规定了“法无明文规定不

为罪”。 然而,我国《刑法》则在前半段还规定了犯罪有明文规定的应当依法定罪处刑。
因此,我国学者将《刑法》第 3 条前半段界定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将后半段界定为消极的

罪刑法定。〔21〕 但即使是反向推理,也不能得出法律有明文规定就应当定罪处刑的含义。
这是因为,罪刑法定原则中的“罪”并不是通常语义上的犯罪,而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情

形。 因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则不符合构成要件,既然不符合构

成要件当然也就不可能构成犯罪。 但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中反面推理出来的结论,则
只能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必然符合构成要件。 但符合构成要件的未必构成犯罪,因
为是否构成犯罪,除了需要考察构成要件该当性以外,还需要考察违法性和有责性。 正如

我国学者指出:“我国《刑法》第 3 条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并不能反向推导出‘法
有明文规定必为罪’,超法规的违法或阻却事由可以成为出罪事由,而法律明文规定的犯

罪仍可以经由价值判断出罪。” 〔22〕 确切地说,这里的法律明文规定的犯罪仍可以经由价

值判断出罪,应当理解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可以经由价值判断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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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反向推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理解法律规定具有参考价值。 正面推理的根据是

正当性,因此也称为正当根据。 这里的正当性也就是理所当然,因此,正面推理与当然推

理虽然表述有别然而含义相同。
  

(三)当然推理的功能
  

当然推理不仅适用于法律文本的内容推理,而且可以适用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论证

说理。 因此,作为一种法律推理方法,当然推理的适用场景是较为丰富的。 当然,当然推

理主要还是适用于对法律文本的分析。 在民法适用中,当然推理是一种法律漏洞填补的

方法。 在刑法适用中,由于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运用当然推理对法律文本进行分析

时存在诸多限制。
1. 案件事实的当然推理
  

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的时候,往往采用当然推理的方法,因此,案件事

实的当然推理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案件事实的当然推理,是指基于当然之理对案

件事实进行证明。 在通常情况下,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基于客观存在的证据,没有证据也就

没有案件事实,这是证据裁判的基本规则。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案件事实也可以基

于已然的案件事实与待证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当然之理进行证明,以此作为案件事实认定

的补充方法。 然而,对于案件事实采用当然推理认定时,需要十分谨慎,避免发生事实认

定的错误。 例如付某印涉嫌故意杀人罪,在本案的裁判说理中,法官对单纯碾压脚部的明

知与碾压他人身体的明知进行对比,认为既然对单纯碾压脚部具有明知,那么,对碾压他

人身体更应具有明知。〔23〕 这里采用的就是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方法,由此证明被告人

对碾压他人身体应当具有明知。 尽管这种当然推理在逻辑上能够成立,但其结论的可靠

性则存在较大的疑问。 其实,在上述当然推理中,法官列举了被告人驾驶涉案车辆已有数

年,对车重明确认知等客观事实,因而该推理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推定的性质。 这里应当指

出,推理与推定是不同的:推理是基于逻辑关系所进行的一种推理活动,而推定则是基于

事实关系所进行的一种证明活动。 也就是说,两者在推断的根据上有所不同。 评论意见

认为,上述对明知的当然推理没有体现出法律上的评价意义。 也就是说,当然推理应当以

行为可能造成的结果具有明确的预见性这一构成要件要素而展开,具有规范上的关联性。
应该说,这一评论还是具有针对性的。 明知虽然是一个事实问题,但这种事实并不是裸的

事实而是具有规范性的构成要件事实。 因此,对案件事实的当然推理或者推定,都不能脱

离规范要素。
2. 裁判说理的当然推理
  

裁判说理也经常采用当然推理的方法,这里的裁判说理中的当然推理是指在对定罪

量刑的根据进行论证的时候,为了证明裁判结果的正当性,通过当然推理提供裁判理由。
裁判说理中的当然推理往往存在于裁判文书之中,它对于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具有一

定的功能。 当然,在裁判说理中,当然推理的方法运用是否适当,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 例如王某先涉嫌故意杀人案,法官在评价吸毒者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时指出:“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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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吸食毒品致精神障碍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明确规定醉酒的人犯

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喝酒属于合法行为,醉酒后犯罪尚且要负刑事责任,吸毒本身就是违

法行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当然解释,吸毒后犯罪更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24〕 本案所涉及

的论题是吸食毒品致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对此我国刑法确实没有规定。 然而,
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本案丧

失刑事责任状态是吸毒造成的,对此被告人是否适用无责任能力不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呢?
这里涉及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 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是丧失责任能力的人不负刑事责任

原则的一种例外。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彭某故意杀人案,就涉及吸毒影响责任能力而实施

杀人行为之定性问题,该案也与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适用相关。〔25〕 然而,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司法人员对于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并不熟悉,因而不能作为论证的法理根据。 在这

种情况下,只能以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为当然推理的前

提。 在某种意义上,从该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 因此,法官基于吸毒

的人犯罪较之因为合法饮酒导致醉酒的人犯罪,在事理上更重,从而得出结论:醉酒的人

犯罪都应当负刑事责任,那么,吸毒的人犯罪的,更应当负刑事责任。 应该说,虽然上述案

例是可以采用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进行说理的,因为法官不能运用该法理,因而通过举轻

以明重的当然推理为本案的裁判结论进行说理,虽然略显粗糙,但也难能可贵。
3. 论辩说理的当然推理

论辩说理中的当然推理,对于刑事辩护活动来说也能够发挥重要的论证功能。 刑事

辩护当然是依法辩护,因此,法律规定是辩护的主要根据。 然而,法律规定并不是无所不

在的,在某些情况下存在法律规定的缺失,此时就需要论辩说理,也就是基于法理或者事

理而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提出辩护理由。 当然推理作为一种说理的方法,可以使

论辩说理的结论更容易被司法人员所采纳。 例如某个案件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是非国家

工作人员挪用公司物品归个人使用,公诉机关以该物品具有可兑现价值为由,并以等价的

资金数额追究被告人挪用资金罪的刑事责任。 辩护人在法庭就以举重明轻的方法提出辩

护理由:“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挪用非特定公物能否定罪的批复》(下称

‘《批复》’)中规定:‘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中未包括挪用非特定公物

归个人使用的行为,对该行为不以挪用公款罪论处。’虽然在挪用资金罪的相关法律规定

及司法解释中未提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如何定性,但在对廉洁性要求更高的国家工

作人员都不入罪的情况下,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定罪显然不当。”最终法院采纳辩护人意

见,判决确认被告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26〕 在以上案例中,对于挪用公物的行为是否应

当以挪用公款罪论处? 既然刑法规定的挪用公款并没有对挪用公物作出规定,如果仅仅

从字面来看,挪用公物行为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 但公物同样具有财产价值,只不过是

财产的不同形态。 因此,如果采用基于事物本质的实质判断,就会得出对挪用公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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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光:《刑事司法中举轻以明重的滥用与规制》,《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 年第 24 期,第 72 页。
参见陈兴良著:《判例刑法学》(上卷·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30 页以下。
阚宇:《举重明轻的解释方法在刑事辩护中的适用》,https: / / www. sohu. com / a / 376940287_100138309,最近访问

时间[202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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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论处的结论。 当然,这种判断的方法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可能存

在争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批复》只是对挪用公物行为不能定罪的规定,而非国家工

作人员挪用单位财物的行为还需要辩护人对能否适用《批复》 进行充分的论辩说理。
值得肯定的是,在说理中辩护人采用了当然推理的方法,既然对廉洁性要求更高的国家

工作人员的挪用公物行为都不入罪,那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单位财物的行为更不

应入罪。 这种举重以明轻的当然推理得出的结论被法院所接受,是一个在刑事辩护活

动中正确运用当然推理获得正面效果的案例,这也充分说明当然推理在刑辩活动中大有

用武之地。

二　 事理上的当然推理

事理上的当然推理,是指基于事理所展开的推理方法。 然而,在刑法中,并不是所有

的当然推理都是能够采用的。 毫无疑问,刑法中当然推理的适用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

制。 因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当然推理,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事理上

的当然推理是法律所禁止的推理方式,不能在刑法适用中采用。
(一)事理上之当然推理的性质
  

以事理为根据的当然推理,是当然推理中一种较为常见的方法。 例如在当然推理中,
经常涉及以大推小或者以小推大情形。 这里的事项之间的大小关系是客观的,判断起来

较为确定,这就为当然推理提供了确定的根据。 在刑法中,事理上的当然推理是指在法律

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刑法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的事理为根据而予以入罪或者出罪。
这种事理上的当然推理往往表现为举轻以明重。 德国学者指出:“如果基于法律目的而

作出合乎评价的法律后果适用于权重更小的事项,那么该法律后果更应该适用于评价权

重更大的、法律却没有规定调整的事项。” 〔27〕 在此,德国学者明确将法律没有规定作为基

于事理根据之当然推理的前置条件。
(二)事理上之当然推理的界定
  

对事理上之当然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事理。 本文认为,这里的事理是指事物之

理,它与情理存在某种区分。 如果说情理具有一定的主观意志的性质,那么,事理就具有

一定的客观规律的属性。 因此,事理更能够反映两个事物之间的对比关系。 事理是基于

事物性质所产生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本然性。 在某种意义上说,事理之当然推理是根据事

物之本质所进行的一种推理。
  

我国古代在审理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比附援引类似的规范时,通常采用举轻以明重

的方法。 例如《唐律·名例·断罪无正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

重。”这里的举轻明重是指,刑法将轻行为规定为犯罪,虽然对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但
根据举轻明重原则,对重行为可以援引对轻行为的规定加以入罪。 我国学者将这种规定

称为轻重相举之法,指出:“此条断罪轻重相举之法。 此制之实质,乃以目的论之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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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条进行合理之解释。 ……轻重相举之法,就性质而论,属于比附断罪。 比附断罪,即当

罪人所犯律无正条时,得比类似之律条或附以往之判例而决之。” 〔28〕 在此,我国学者将轻

重相举之法界定为是比附断罪,同时又认为是基于目的论之解释,这两个见解是互相抵牾

的。 其实,比附断罪具有类推的性质。 例如,如果轻行为和重行为之间存在类似关系,则
举轻以明重就是一种类推。 如前所述,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

的情形,牛马和骆驼是不同类型的动物,交通规则只是对牛马作了禁止性规定,是否禁止

骆驼通过属于交通规则并无明文规定的事项,因此只有通过对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

进行类推,才能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牛
马通过与骆驼通过这两者之间,不仅具有轻重行为之分,而且具有类似的关系。 因此,可
以将上述情形解释为类比推理与当然推理的竞合。 由此可见,举轻以明重并非都是类推,
只有在轻重行为之间存在类似关系的情形下才是类推。 也就是说,当然推理不一定都是

类推,如果两者之间没有类似关系而具有轻重关系,则属于当然推理。 在某种意义上说,
轻重相举的当然推理较之类比推理更具有逻辑推导的理由。

  

事理上之当然推理,虽然不是类推,但它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前提的,通过事理

关系而将法律规定适用于待决案件。 因此,在刑法适用中,事理上之当然推理其实是一种

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的情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适用中不得采用。

(三)事理上之当然推理的适用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事理上之当然推理的适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于

如何判断法律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的关系。 如果认为待决案件属于法律有规定的情形,
则不能认为是事理上之当然推理。 反之,则应当认定为是事理上之当然推理。

  

我国司法解释中也存在采用这种事理上的当然推理的情形。 例如 2004 年 11 月 3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

径武器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高检研发〔2004〕第 18 号)(下称“《答复》”)规

定:“对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的行为,应当

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罪追究刑

事责任。”对于枪支的概念,我国《枪支管理法》第 46 条做了明文规定。 那么,上述《答

复》所规定的“以火药为动力发射弹药的大口径武器”究竟何指呢? 根据文字表达,这
是指大炮。 因此,《答复》的含义是: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以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罪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典型的举轻以明重的入罪的当然推

理,其根据在于在处罚必要性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可以突破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按
照事物本质对法律规定进行扩张于语义范围之外的适用,这是实质思维的必然结果。 那

么,《答复》的规定到底是法律解释还是关于法律适用的指引性规定? 显然,枪支与大炮

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立法机关只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枪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
没有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大炮无论如何

也不能解释为枪支。 因此,如果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入罪根据,大炮就不可能通过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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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获得定罪依据。
所以在此涉及的是如何适用法律问题而不是法律解释问题,是类似于填补漏洞的一

种法律续造。 如前所述,如果立法机关欲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大炮的行为规定为

犯罪,只要采用武器一词取代枪支即可。 但立法机关并没有采用这个方案,显然,立法机

关并不是遗漏了大炮,而是认为没有必要将在现实生活中极为罕见的非法制造、买卖、运
输、储存大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然而,一旦出现了这种行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

入罪。 这也正是罪刑法定原则所具有的限制机能。 但在实质理性的影响下,对法律没有

明文规定的行为,却通过法律续造的方式认定为犯罪,这是明显不妥的。 因为扩大解释是

在语义范围内,从通常语义扩大到边缘语义,由于边缘语义没有超越语义边界,因此符合

同一事物的本质。 例如关于枪支,如果是假枪当然可以排除在枪支之外。 那么,仿真枪能

否解释为枪支呢? 对此,公安部《关于对以气体等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的

仿真枪认定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利用气瓶、弹簧、电机等形成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并具有杀伤

力的‘仿真枪’,具备制式气枪的本质特征,应认定为枪支,并按气枪进行管制处理。”枪支

在通常情况下是指制式枪支,以及能发射制式弹药的非制式枪支(包括自制、改制枪支)。
仿真枪是一种玩具,不是按照枪支的使用目的生产、制造的,就此而言,似乎可以将仿真枪

排除在枪支概念之外。 但某些仿真枪具备枪支的杀伤性能,在这种情况下,仿真枪具有枪

支的本质特征。 本文认为,将具备枪支性能的仿真枪解释为枪支,是一种典型的扩大解

释。 因为虽然仿真枪在通常含义上不能等同于枪支,但在仿真枪具备杀伤力的情况下解

释为枪支,并没有超出枪支的语义边界。 与之不同的是将大炮解释为枪支,这是明显超出

枪支语义范围的,因而不是解释而是法律续造。 因为虽然大炮与枪支都属于武器,但武器

是大炮与枪支的上位概念,不能由此得出大炮等同于枪支的结论,否则会得出荒谬的结

论,例如牛与马都属于动物,因此牛等同于马,这种推理是难以成立的。 大炮虽然也具有

杀伤力,甚至杀伤力大于枪支,但大炮和枪支是两种不同的武器,两者在构造上存在明显

的区别,不能归属于同一事物。
如果说,上述只是对个别事项基于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其影响尚且

有限,那么,在以下涉及对国家机关证件的司法解释中,基于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

当然推理,则涉及对刑法规范的较大范围的理解,因而更值得关注。 我国《刑法》第 280
条第 1 款规定了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那么,这里的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是否包括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呢? 这个问题对于伪造、变
造来说,似乎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作为伪造、变造对象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当然是

真的。 对于假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根本就不存在伪造、变造的问题。 然而,对于买

卖国家机关证件来说,则存在是否包括买卖假证件,即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1998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

外汇犯罪的决定》(下称“《决定》”)第 2 条将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

的行为规定为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由于《决定》的规定属于立法,则上述规

定当然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这一规定能否扩展及其他条款呢? 这里要分析《决定》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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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性质,应该说,这一规定属于类推立法而非正常立法。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式设立

罪名,应该设立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因为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

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并不符合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构成要件,但《决定》却

将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行为规定以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

罪论处。 因此,该规定具有立法类推的性质。 类推虽然在司法活动中是被禁止的,但在立

法中采用类推方法则是允许的,而且我国刑法的立法类推解释也并不罕见。 可以说,这种

类推立法具有法律拟制的性质,属于一种例外规定。 此后,1999 年 6 月 21 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的答复》 (下称“《答复》”)指

出:“对于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适用刑法第二

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答复》的内容是将《决

定》仅适用于买卖伪造、变造的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进口证明、外汇管理部门核准证件等

凭证和单据或者国家机关的其他公文、证件、印章的具体场景的行为,扩展解释为所有买

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情形。 在解读上述《答复》时,相关人员认为,买卖伪造的国家

机关证件的危害性比买卖真实的国家机关证件还要严重,虽然刑法没有规定,但既然刑法

规定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构成犯罪,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同样可以按照犯罪处理。
这是属于法律规定的应有之义,司法机关可以依法予以处理。〔29〕 上述解读已经明确指

出,将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论处,是以法律没有规定为前

提的,因此该《答复》不可能是一种司法解释,而是一种当然解释,其实就是一种基于事理

上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 我国学者指出:“当然解释试图通过逻辑推演来确定

规范的范围,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此过程中,最终的结论仍然需要提供规范目的考察来

加以确定。 正是由于对规范目的和所谓的事物属性的认识有着不同,造成解释的当然性

也处在争议之中,使得某一解释并不为人们当然地视之‘当然’之意。” 〔30〕

此外,例外规定不得进一步扩张其适用范围,这也是一个基本原理。 正如德国学者指

出,“例外的规定不允许延伸”这一定理应该非常谨慎地运用,而由立法者偶尔提出的禁

止类比必须被承认是允许的类比的界限。
 

〔31〕 因此,对于刑法采用拟制的方法作出的例外

规定,更不能进行事理上的当然推理。 因为如果允许这种当然推理,则其效应会波及其他

类似场景。 例如如果买卖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可以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依此类推,则倒卖假香烟的行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倒卖假文物的行为也可以构成倒卖

文物罪;贩卖假毒品的行为也可以构成贩卖毒品罪。 甚至可以推而广之,只要符合举轻以

明重的原理,则可以将刑法规定的所有物品都解释或者推理为包括假物品,这明显是荒

谬的。
如果说具有入罪性质的不利于被告人的事理上之当然推理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因而不得采用,那么,事理能否成为出罪的当然之理呢? 回答是肯定的。 在刑法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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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编:《解读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2003 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69-370 页。
林维著:《刑法解释的权力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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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坚持入罪以法,出罪以理的司法理念。 这里的入罪以法就是将某个行为认定为犯罪,
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与之不同,某个行为即使符合

构成要件,如果具有某种事理上的根据,则完全可以出罪,这就是出罪以理。 例如,举轻以

明重的当然推理就可以成为出罪根据。 这里的举轻以明重,是指如果按照法律规定具有

更大权重的事项都没有引发特定的法律后果,那么更小权重的事项就更不会引发特定的

法律后果。
 

〔32〕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其应出罪者,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

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 又条:‘盗缌麻以上财物,节级减凡盗之罪。’若犯诈欺

及坐赃之类,在律虽无减文,盗罪尚得减科,余犯明从减法。 此并举重明轻之类。”在此,
“杀”与“伤”之间存在轻重之别,既然杀死不构成犯罪,那么,伤害当然更不应当以犯罪论

处。 这就是通过事理上的当然之理而出罪。 此外,“盗”与“骗”之间同样存在轻重之分,
那么,既然窃盗和强盗可以减轻处罚,则诈骗更应当减轻处罚。 这是通过事理上的当然之

理而减轻。 由此可见,事理上的当然之理既可以成为入罪的根据,又可以成为减轻的

根据。
从上述举重以明轻适用于出罪的场景来看,实际上隐含着出罪需要法律明文规定的

观念。 然而,这一观念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相抵触。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

不为罪,也即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就不能作为犯罪论处。 比如正当防卫属于违法阻

却事由,这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它适用于所有案件。 而且,违法阻却事由可以分为法定

的违法阻却事由和非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 在非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的适用中,不仅没

有刑法分则规定,而且也没有刑法总则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出罪。 正如日本学

者指出:“对在有利于行为人的方向进行的解释,不受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实际上也可

以从超法规的观点广泛地承认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 应该说在这个意义上理

解不允许进行对犯人不利的类推。 但是,不禁止有利的类推。” 〔33〕 由此可见,举重以明轻

而出罪,作为一种司法规则,它是从罪刑法定中引申出来的必然结论。

三　 逻辑上之当然推理
  

当然推理之当然,除了事理之当然以外,还包括逻辑之当然。 在事理之当然的情况

下,两个事项之间只是存在大小、轻重之分,根据大小、轻重之对比获得一定的结论。 在这

种当然推理作为入罪根据的时候,实际上是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通过事理之当然推理

而予以入罪,从而扩张了刑法规定的适用范围。 但如果当然推理之当然,不是事理之当然

而是逻辑之当然,那么,并不排除当然推理可以作为入罪的根据,因而为法律所允许。

(一)逻辑上之当然推理的性质
  

逻辑上之当然推理中的逻辑是指推理的根据,即以法律规定与待决案件之间具有一

定的逻辑递进关系作为推理的根据。 递进关系通常是指语词承接上的逻辑关系,这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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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仅要求内容上的逻辑性,还要求使用恰当的关联词语来表达这种进阶关系。 当递进

关系用于描述两个事项之间的关系时,是指后一事项比前一事项在程度、范围、深度等方

面的增强或减弱。 在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事项之间,后一个事项是从前一个事项演变而

来,因而虽然前后是两个不同的事项,但前一事项与后一事项在逻辑上具有衔接关系,后
一事项较之前一事项具有程度上的对比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

事项之间,后一个事项涵盖前一事项。 例如,甲某经过 A 地抵达 B 地。 对于甲某来说,身
处 B 地时,就表明其已经到过 A 地。 因此,甲某到达 B 地这个事实涵盖了到过 A 地这个

事实。
德国学者库鲁格曾经将法律条文之法律要件(M)与法律效果(P)的关系分为三种情

形:第一是外延的包含,即有 M 就有 P。 从逻辑上说,M 法律要件是 P 法律效果的充分条

件。 第二是内涵的包含,即无 M 法律要件即无 P 法律效果的必要条件。 第三是相互的包

含,即有 M 则有 P,无 M 则无 P,MP 相重叠的情形。 从逻辑上说,M 法律效果是 P 法律效

果的充分条件及必要条件。〔34〕 在上述三种关系中,第三种情形相互包含是概念之间的同

一关系,第一种和第二种则是概念的外延的包含关系与概念的内涵的隶属关系。 这里的

包含关系,也可以称为隶属关系,但外延的隶属关系与内涵的隶属关系之间存在明显的

区分。
外延的隶属关系是指两个概念之间具有种属关系,属概念隶属于种概念。 因此,外延

的隶属关系是以两个概念之间存在涵摄关系为前提的,法律对于种概念有规定,该规定当

然适用于属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关于种概念的规定等同于对属概念的规定。 例

如法律对武器规定的法律效力及于枪、炮等与之具有种属关系的所有类别的武器。 因此,
凡是对武器的规定,均可视为对具体武器的规定。 反之则不然。 法律对具体武器的规定,
不能视为是对所有武器的规定。 例如法律规定制造枪支构成犯罪,并不等于规定制造其

他类别武器也构成犯罪,更不等于规定制造所有武器都构成犯罪。 因为武器涵摄各种类

别武器,具体类别武器却并不涵摄一般类别武器。 外延上的隶属,在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

概念中是指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法条竞合关系,简称特别关系。 在特别关系的概念之

间,具有种属关系。 内涵的隶属关系是指两个概念之间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部分概念

被整体概念所涵盖。 法律对于整体概念有规定,但对于部分概念没有规定的,法律对整体

概念规定的法律效力并不当然适用于部分概念。 例如,在结合犯的情况下,包含了所结合

的两个犯罪的内容,但该规定只适用于整体概念,并不适用于部分概念。 反之,法律对部

分概念有规定,但对整体概念没有规定的,法律对部分概念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整体概念。
下面分别对外延的隶属关系与内涵的隶属关系进行分析。

1. 外延的隶属关系

外延的隶属关系是一种种属关系,假设种概念是 A,属概念是 B,B 是 A 外延的一部

分。 假设:
(1)A 规定为犯罪,B 规定为犯罪,则以 B 论处。

·24·

《环球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3 期

〔34〕 转引自杨仁寿著:《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6-119 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2)A 规定为犯罪,B 未规定为犯罪,则以 A 论处。
(3)A 未规定为犯罪,B 规定为犯罪,则以 B 论处。
上述外延的隶属关系的罪名概念之间具有三种情形:第一,刑法将种概念之行为和属

概念之行为同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实施了属概念之行为,则形成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的

竞合关系。 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特别法之罪名论处。 例如盗取枪支罪与盗

窃罪,盗窃罪是普通法规定,盗窃枪支罪是特别法规定,盗窃罪的外延包含盗窃枪支罪。
在行为人实施盗窃枪支行为的情况下,其行为同时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以盗窃罪论

处。 第二,刑法将种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属概念之行为并未规定为犯罪,则属概念之

行为应以种概念之罪名论处。
 

例如刑法规定了盗窃罪,但并未规定盗窃枪支罪。 因为盗

窃枪支罪在外延上隶属于盗窃罪,则对盗窃枪支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第三,刑法未将种

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将属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则应以属概念之罪名论处。 例如

在刑法规定了盗窃枪支罪,但并未规定盗窃罪的情况下,只能对盗窃枪支行为进行处罚,
对盗窃其他财物的行为进行处罚于法无据,也就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2. 内涵的隶属关系

内涵的隶属关系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假设整体概念是 A,部分概念是 B,B 是 A
内涵的一部分。 假设:

(1)A 规定为犯罪,B 规定为犯罪,则以 A 论处。
(2)A 规定为犯罪,B 未规定为犯罪,则以 A 论处。
(3)A 未规定为犯罪,B 规定为犯罪,则以 B 论处。
上述内涵的隶属关系的罪名概念之间具有三种情形:第一,刑法将整体概念之行为和

部分概念之行为同时规定为犯罪,行为人实施了整体概念之行为,则形成整体法与部分法

之间的竞合关系。 根据整体法优于部分法的原则,应以整体法之罪名论处。 例如抢劫罪

与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是整体法规定,故意杀人罪是部分法规定,抢劫罪涵盖故意杀人罪。
在行为人实施抢劫杀人行为的情况下,故意杀人行为被抢劫罪所吸收,按照整体法优于部

分法的适用原则,应以抢劫罪论处,故意杀人行为不再单独定罪。 第二,刑法将整体概念

之行为规定为犯罪,部分概念之行为并未规定为犯罪,则部分概念之行为应以整体概念之

罪名论处。 例如刑法只是规定了抢劫罪,但并未规定故意杀人罪的情况下,行为人实施了

抢劫杀人行为的,应以抢劫罪论处。 因为故意杀人行为虽然没有单独设立罪名,但其行为

被抢劫罪所涵盖,因而抢劫罪已经包含了对故意杀人行为的评价,应以抢劫罪论处。 第

三,刑法未将整体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却将部分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应以部分概

念之罪名论处。 例如在刑法只是设立了故意杀人罪,并未设立抢劫罪的情况下,对于抢劫

杀人行为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 因为在这种整体法与部分法的隶属关系中,整体与

部分之间作为实体内容是可以进行分割的。 因此,在上述抢劫罪涵盖故意杀人罪的内涵

隶属关系中,虽然刑法对抢劫罪没有规定,对抢劫罪中的部分行为———故意杀人行为,却
仍然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处罚。 因此,在两个概念之间具有涵盖关系的情况下,概念之间

具有实体上的独立性,对整体法的规定不等于对部分法的规定,而部分法却可以作为整体

法的一部分,对整体法中具有竞合关系的部分行为进行评价。 基于部分法与整体法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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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部分的竞合关系,将刑法对部分法的规定适用于整体法中的重合部分,就是基于逻辑上

的当然之理所进行的当然推理。
在上述情形中,涉及逻辑上的当然推理的情形是:刑法未将整体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

罪,却将部分概念之行为规定为犯罪。 但从逻辑意义上分析,整体概念之部分行为与部分

概念之行为存在重合性,而且整体概念之行为与部分概念之行为之间具有轻重之关系,因
而按照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将刑法没有规定的整体概念之行为以部分概念之罪名论

处,并非刑法解释之结果,而是当然推理之结论。 例如抢劫罪与抢夺罪之间存在轻重之关

系,而且抢夺行为是抢劫行为之部分。 如果刑法只是规定了抢夺罪,但未规定抢劫罪,因
为抢劫罪的夺取行为完全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因而对刑法未规定之抢劫罪以抢夺罪

论处,这是根据逻辑上之当然推理得出的必然结论,而且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将这种基于当然之理的推理方法适用于法律适用,可以解决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或

者效力问题。 例如德国学者在论述当然推理时指出:“在法律科学中,通常会由某个更广

泛之法律规范的效力推导出某个不那么广泛之法律规范的效力。 这种论证方式在使用时

通常带有短语‘更加’这里提到的论证方式———以并非总是统一和清晰区分的方式———
被称为举轻以明重(以小推大)、当然推理或者举重以明轻。” 〔35〕 在此,德国学者将当然推

理称为是一种论证方法,因而不同于解释方法。 例如《唐律·贼盗律》规定:“谋杀期亲尊

长,皆斩。”对此,《唐律疏议》注曰:“案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 如

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 又例云:殴、告大功

尊长、小功尊属,不得以荫论。 若有殴、告期亲尊长,举大功是轻,期亲是重,亦不得用荫,
是举轻明重之类。”这是《唐律疏议》对举轻以明重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刑法中

的举轻以明重规则具有参考意义。 《唐律》的上述规定,涉及“谋杀”与“已杀”之间的轻

重相举关系。 按照《唐律》规定,“谋杀”,即预谋杀害期亲尊长的行为应当处以斩刑,然而

对比“谋杀”性质更为严重的“已杀”行为如何处理,《唐律》却未做规定。 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举轻以明重的规则,既然“谋杀”都处斩刑,那么,对预谋以后继而付诸实施的“已杀”
行为,当然更应当处以斩刑。 但这个意义上的举轻以明重并不是类推而是当然推理。 因

为“谋杀”与“已杀”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关系,但却存在轻重关系。 在上述情况下,经过预

谋阶段而递进到杀人之实行阶段,并且造成死亡结果。 因此,重行为(已杀)中已经涵括

轻行为(谋杀)。 因此,对刑法没有规定的重行为援引刑法对轻行为规定的处罚,这是当

然之理,因而是逻辑上的当然之理。 在刑法教义学中,通常认为行为经过预谋或者预备以

后,继而发展到实行阶段,则预谋或者预备的要素被实行行为所吸收,对预谋或者预备的

要素不再另行独立评价。
  

在此,我们需要对这里的刑法对重行为没有规定的蕴含进行细致的逻辑分析。 其实,
在上述情况下,刑法虽然对重行为没有规定,但对重行为所涵盖的轻行为有规定。 也就

是说,“已杀”涵盖了“谋杀” ,因为“谋杀”是“已杀”的预备行为,经过预备而递进到实

行行为,预备行为被实行行为所吸收。 在这个意义上,重行为也完全符合轻行为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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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对此,按照当然推理适用轻行为的规定是具有充分根据的。 例如在上述《唐律》将

谋杀期亲尊长皆斩的规定适用于已杀行为的情况下,在谋杀和已杀之间,后者包含前

者,因为预谋杀害是指杀人的预备行为,已杀是指杀人既遂。 从逻辑上说,已杀是经过谋

杀达成的杀人既遂状态。 因此,已杀涵盖谋杀。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

理,对已杀行为适用谋杀之律条并无不当。 由此可见,在两个事项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的情

况下,后者在逻辑上包括前者,因而尽管刑法对后者没有独立规定,但由于刑法对前者已

经有规定,因而具备逻辑上的当然之理。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当然推理入罪并不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
  

应当指出,在论述当然解释(即当然推理)的时候,我国学者认为逻辑上的当然是指

逻辑上存在种属关系。〔36〕 我也曾经认为逻辑之当然是指概念之间存在递进或者种属关

系。〔37〕 这里主要涉及具有当然关系的两个事项之间是否属于种属概念,这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当然推理与语义解释之间的关系。 对此,我国存在竞合说,这种

观点认为:“就语义解释与当然解释的关系而言,可以说,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当然解释

并非完全处于辅助地位,相反总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具体到种属关系而言,语义解释与

当然解释有些许重合的部分再为正常不过,就像法条会产生竞合一样正常。” 〔38〕 这种观

点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语义解释与当然解释之间存在竞合,因此,两者并不完全互斥。 本

文认为,种属关系是概念之间的一种关系,种属概念可以分为种概念和属概念。 其中,种
概念是上位概念,属概念是下位概念,种概念包括属概念,属概念被种概念所涵括。 因此,
法律对种概念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属概念。 例如德国学者指出:“从对属于特定大概念的

某一类案件有效的法规范中,可推论出,该法规范同样对属于这一大概念的其他案件有

效。 例如,行为人基于重大认识错误而不能将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的,可免除刑罚(《德国

刑法典》第 23 条第 3 款)的规定,可延伸至不能犯未遂。” 〔39〕 在上述论述中,行为人基于

重大认识错误而不能将犯罪行为实施终了的情形是未遂犯,不能犯未遂则是未遂犯的一

种特殊情形。 因此,未遂犯是种概念,不能犯未遂则是属概念。 因此,刑法对未遂犯的规

定,当然适用于不能犯未遂。 在此,只要进行语义解释即可。 又如,武器是种概念,它的外

延较大,包括枪支、大炮以及其他种类的武器。 因此,当刑法规定武器的情况下,当然可以

从武器概念中解释出枪支、大炮等。 在此,采用的只是单纯的语义解释方法,而并不需要

采用当然推理。 例如完全可以将枪支或者大炮直接解释为武器,在此并没有采用当然解

释或者当然推理的空间。 因为刑法规定的武器概念中已经包含了枪支和大炮的内容。 但

如果刑法并没有规定武器,而是规定枪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通过类推将大炮解释为

枪支。 在枪支和大炮之间并不存在种属概念的关系。 当然,在枪支和大炮之间存在事理

上的当然之理,在民法中可以采用事理上的当然推理。 但在刑法只规定了枪支并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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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参见李希慧著:《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7 页。
参见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8 页。
袁珍:《刑法当然解释之研究》,载魏东主编《刑法解释》(总第 7 卷),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20 页。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 (上),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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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的情况下,大炮属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就不能进行当然推理。

(二)逻辑上之当然推理的界定
  

当然推理中的事理上之当然与逻辑上之当然的关系的界分,在法学方法论中存在两

种情形:第一是具有事理上之当然但并不具有逻辑上之当然;第二是同时具备事理上之当

然和逻辑上之当然。 例如在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禁止骆驼通过的场合,具
有事理上之当然,但并不具备逻辑上之当然。 这种情形,不能否定其属于当然推理,只是

在刑法适用中被禁止。 因为对牛马通过的禁止并不等于对骆驼通过的禁止。 在牛马和骆

驼之间只是存在事理上之当然关系,但并不存在逻辑上之当然关系。 换言之,对牛马通过

的禁止并不等同于对骆驼通过的禁止。 反之,在当然推理中如果存在逻辑上之当然,通常

也就是会存在事理上之当然。 因此,刑法所允许的当然推理不仅包含事理上之当然,而且

包含逻辑上之当然,两者必须同时具备。
  

逻辑上之当然推理是以重行为涵盖轻行为为前提的,例如前述《唐律疏议》所规定的

谋杀期亲尊长皆斩的规定,只是对谋杀作了规定,但并未对已杀、已伤的情形作出规定。
因此,不能从《唐律》对谋杀的规定中解读出已杀、已伤的内容。 在此,就不存在解释的空

间。 但已杀、已伤经过了谋杀的阶段,两者之间具有递进关系。 因此,《唐律》对已杀、已
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已杀、已伤其实涵括了谋杀的内容。 因此,这里存在逻辑上之当

然关系。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当然推理对已杀、已伤行为入罪,完全符合法律逻辑。
在我国刑法中也存在这种需要通过当然推理加以明确法条含义的情形。 例如《刑法》第

277 条第 4 款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

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 1 款规定是指以

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规定,由于该款规定明确了以

暴力、威胁为其行为方式,而第 4 款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

工作任务而构成妨碍公务罪的,并不要求以暴力、威胁为其行为方式,因而在法条中立法

机关规定第 4 款行为以“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为条件。 在没有要求暴力、威胁为其行

为方式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这一规定,从法律文本的含义来说,也不要求暴力、威胁方法。
因此,我国学者认为第 4 款中“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不是真正的构成要件要素而是表

面要素。〔40〕 那么,如果行为人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

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应当如何定罪处罚呢? 我国学者将这里的“未使用暴力、威胁

方法”解释为“即使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以此为根据,完全可以对使用暴力、威胁方法

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采
用当然推理的方法,仍然以第 4 款规定论处。 因为在以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

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情况下,涵盖了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

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行为,因此具备逻辑上的当然

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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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逻辑上之当然推理的适用
  

在当然推理中,如何区分事理上的当然推理和逻辑上的当然推理,这是一个较为复杂

的问题。 本文认为,这种区分应当建立在对当然推理所涉及的轻重行为的内容进行具体

分析的基础上。 例如,我国《刑法》第 329 条规定了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本罪的行为是

抢夺和窃取,但并没有规定抢劫。 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
能否认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呢? 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从抢夺推导出抢劫呢? 对此,
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一个行为如果在符合法条规定要素的前提下超

出了该法条的要求,也没有其他可适用的法条,则应适用该法条。 例如《刑法》第 329 条

规定了“抢夺”国有档案罪。 倘若行为人以暴力相威胁“抢劫”国有档案,应该如何处理?
从规范意义上说,抢劫行为已经在符合抢夺要件的情况下超出了抢夺的要求,既然如此,
当然可以将抢劫国有档案的行为评定为抢夺国有档案罪。 这种解释可谓当然解释,但同

时是出于体系解释的考虑。〔41〕 在肯定说的论证中,明显是采用了举轻以明重的当然推理

方法。 否定说则认为,根据举轻以明重的传统法理对抢劫国有档案行为纳入抢夺国有档

案罪处理,从而解决了因立法不足而导致的司法困难问题。 但举轻以明重很容易导致类

比定罪,如果在没有法条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仅根据类比就得出解释结论无疑是违背罪刑

法定原则的。〔42〕 显然,否定说将这种举轻以明重的推理方法界定为是类推解释,因而有

悖于罪刑法定原则。
在此首先要分析上述推理是否属于类比推理,也就是类推。 本文认为,类推是基于类

似关系,然而抢夺和抢劫之间并不存在类似关系,因为这两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明显的

差异。 由此可见,对抢劫档案行为以抢夺档案罪论处归之于类推,并不符合类推的特征。
那么,抢夺档案与抢劫档案只能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当然关系呢? 如果从《刑法》第 329 条

的字面规定来看,确实只是规定了抢夺国有档案但却没有规定抢劫国有档案。 应该说,将
抢劫国有档案行为解释为抢夺国有档案,这是采用了举轻明重的推理方法。 这种推理也

就是当然推理。 至于是否属于逻辑上的当然推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定抢劫国有档案

行为与抢夺国有档案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抢劫行为是否在逻辑上涵盖了抢夺行

为? 应当指出,前述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之间的整体法与部分法之间的当然推理之原理

也完全可以适用于抢劫档案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关系分析。 当然,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

当然之理不是轻重程度之理,而是范围大小之理。 抢劫罪的范围较大,其涵盖了故意杀

人,因此基于适用于大范围的法律规定当然可以适用于具有内涵上隶属关系之小范围的

罪名。 抢劫档案罪与抢夺档案罪之间是轻重程度上的当然之理,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行为

方式上的涵盖关系,即抢夺行为隶属于抢劫行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刑法只规定了抢夺档案罪却没有规定抢劫档案罪,但在行为人实施抢劫档案行为的

时候,对其中的抢夺档案行为完全可以通过抢夺档案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因而属于逻

辑上的当然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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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注重体系解释 实现刑法正义》,《法律适用》2005 年第 2 期。
参见赵运锋著:《刑法解释边界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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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Officio
 

Reasoning
 

in
 

Dogmatics
 

of
 

the
 

Criminal
 

Law
[Abstract] 　 Both

 

ex
 

officio
 

reasoning
 

and
 

ex
 

officio
 

interpretation
 

presuppose
 

the
 

exist-
ence

 

of
 

a
 

natural
 

relation
 

between
 

two
 

matters.
 

The
 

category
 

of
 

the
 

argumentation
 

based
 

on
 

this
 

natural
 

relation
 

in
 

jurisprudence
 

methodology
 

is
 

called
 

“ interpretation”
 

in
 

Japan
 

and
 

“ reason-
ing”

 

in
 

Germany.
 

Chinese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argumentation
 

activity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natural
 

relation
 

is
 

a
 

kind
 

of
 

explanation
 

and
 

therefore
 

call
 

it
 

ex
 

officio
 

interpreta-
tion.

 

Meanwhile,
 

some
 

other
 

theories
 

call
 

it
 

ex
 

officio
 

reasoning
 

instead.
 

The
 

four-part
 

method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takes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s
 

the
 

center,
 

supplemented
 

by
 

system
 

inter-
pretation,

 

history
 

interpretation
 

and
 

purpose
 

interpretation,
 

forming
 

a
 

more
 

reasonable
 

system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In
 

this
 

case,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legal
 

reasoning
 

are
 

separated:
 

only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akes
 

a
 

legal
 

text
 

as
 

its
 

object
 

can
 

be
 

called
 

interpretation,
 

all
 

other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e
 

category
 

of
 

legal
 

reasoning.
 

Legal
 

reaso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verlap
 

to
 

some
 

extent,
 

but
 

the
 

two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each
 

other.
 

Ex
 

officio
 

reasoning
 

means
 

the
 

existence
 

of
 

a
 

natural
 

relation
 

between
 

two
 

things
 

so
 

that
 

one
 

thing
 

can
 

be
 

treated
 

the
 

same
 

as
 

the
 

other.
 

It
 

can
 

be
 

said
 

that
 

ex
 

officio
 

reasoning
 

is
 

a
 

kind
 

of
 

logical
 

reasoning
 

based
 

on
 

natu-
ral

 

relations.
 

Ex
 

officio
 

reasoning
 

in
 

law
 

refers
 

to
 

the
 

legal
 

reasoning
 

method
 

that
 

extends
 

the
 

ap-
plication

 

of
 

existing
 

provisions
 

of
 

law
 

to
 

the
 

pending
 

cases
 

for
 

which
 

there
 

is
 

no
 

explicitly
 

appli-
cable

 

legal
 

provision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natural
 

relation
 

between
 

the
 

existing
 

provi-
sions

 

of
 

law
 

and
 

the
 

pending
 

cases.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
 

ex
 

officio
 

reasoning
 

can
 

be
 

defined
 

as
 

a
 

method
 

to
 

close
 

legal
 

loopholes.
 

In
 

criminal
 

law,
 

however,
 

ex
 

officio
 

reasoning
 

for
 

criminal-
ization

 

should
 

be
 

prohibit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The
 

ex
 

officio
 

rea-
soning

 

for
 

decriminalization
 

and
 

other
 

ex
 

officio
 

reasonings
 

in
 

favor
 

of
 

the
 

accused
 

still
 

have
 

the
 

legitimacy
 

of
 

existence.
 

Therefore,
 

ex
 

officio
 

reason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prohibited
 

by
 

criminal
 

law
 

and
 

those
 

permitted
 

by
 

criminal
 

law.
 

Ex
 

officio
 

reason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based
 

on
 

natural
 

relation
 

and
 

those
 

based
 

on
 

logic.
 

The
 

former,
 

such
 

as
 

a
 

minore
 

ad
 

maius
 

rea-
soning

 

or
 

a
 

maiore
 

ad
 

minus
 

reasoning,
 

are
 

premised
 

on
 

the
 

absence
 

of
 

express
 

legal
 

provisions,
 

thus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and
 

should
 

not
 

be
 

adop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In
 

Ex
 

officio
 

reasonings
 

based
 

on
 

logic,
 

because
 

there
 

is
 

a
 

logical
 

progressiv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second
 

one
 

is
 

covered
 

by
 

the
 

first,
 

they
 

appli-
cation

 

in
 

the
 

criminal
 

law
 

does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责任编辑: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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